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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体现了全球气候治理模式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而上”的变

迁。绿色投资是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实现国家自主贡献(INDC)目标的重要途

径之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对实施预期的国家自主贡献至关重要。本文基于Tapio脱钩指数，测度

了6个区域9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80~2020年碳脱钩状态，并结合LMDI因素分解模型探究了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碳脱钩的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碳脱钩状态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② 基于Tapio指数与LMDI模型结合构建Tapio脱钩分解模型，OFDI
技术效应、碳强度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脱钩具有正向作用，OFDI规模效应、碳排放因子效应、人口

规模效应对碳脱钩有负向影响。③ 中国OFDI对不同区域碳脱钩状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对东亚-东
南亚–南亚及周边地区和中东–中亚地区碳脱钩促进作用最为显著。据此，本文认为中国OFDI有利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应鼓励并引导具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中国OFDI
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环境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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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Paris Agreement”, it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glob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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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model from “top-down” to “bottom-up”. Green invest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help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 Based on the Tapio decoupling 
index,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carbon decoupling status of 94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6 regions from 1980 to 2020, and combines the LMDI factor decomposi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ing the host country’s carbon de-
coupl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China’s OFDI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rbon decoupling statu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② Construct the Tapio decoupl-
ing decomposition model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apio index and LMDI model. OFDI tech-
nology effect, carbon intensity effect and energy intensity effect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carbon 
decoupling, while OFDI scale effect, carbon emission factor effect and population scale effect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carbon decoupling to influence. ③ The effect of China's OFDI on carbon de-
coupling status in different regions is heterogeneous, and the promotion of carbon decoupling in 
East Asia-Southeast Asia-South Asia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the Middle East-Central Asia 
reg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China’s OFDI is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should encourage and 
guide enterprises with green competitiveness to “go global”, make full use of China’s OFDI tech-
nology spillover effect, and give full play to China’s OFDI’s contribu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en-
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areas along th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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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 年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在近十年

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资源和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据美国能

源信息署(EIA)统计，在全球碳排放量前十的国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半数[1]。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实施的《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成为继《京

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的核心制度，缔约方根据

可以自主决定未来一个时期的贡献目标和实现方式[2]。治理模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

给“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不牺牲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实现全球气候治理

的国家自主贡献，改善碳脱钩状态是其中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据《2020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2020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直接投资 225.4 亿美元；2013~2020 年间中国对沿线国

家累计直接投资 1398.5 亿美元[3]。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宣布，中国将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4]。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 6 个区域 94 个选定国家 1980~2020 年历史数据，探讨两个关键问题：1) “一

带一路”沿线各个区域历史碳脱钩状态及变化趋势如何？2) 中国 OFDI 及其他因素通过怎样的内在机制

影响各个区域碳脱钩？上述问题的解决对探索合理的投资角度和力度、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推动

“一带一路”倡议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为客观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基于历史数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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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Tapio 脱钩指数，识别“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 1980~2020 年碳脱钩状态；结合 Tapio 脱钩指数和 LMDI
因素分解法构建 Tapio 脱钩分解模型，厘清中国 OFDI 背景下碳脱钩的内在作用机制和关键驱动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研究层面 

从研究层面来看，有关碳脱钩的研究主要分为区域层面和部门层面。区域碳脱钩分析中，一些学者

关注单个城市或省份的脱钩过程，或是多个城市脱钩状态的比较。如 Luo et al. (2021)基于 LMDI 和格兰

杰因果关系测试法分析了上海 1995~2017 年的碳排放状况[5]。Wang et al. (2022)采用 Tapio 脱钩指数测度

了中国 350 个城市在 2008~2020 年间的脱钩状态[6]。一些学者关注单一国家或一组有交叉点的国家。林

伯强等(2009)利用 LMDI 和 STIRPA 两个模型识别了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对中国二

氧化碳 EKC 曲线做了对比研究及预测[7]。Ang et al. (1998)利用新加坡、中国和韩国数据将 LMDI 分解法

和其他三种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LMDI 更适于应用在能源环境分解研究之中[8]。Papiez et al. (2021)
研究了能源政策对欧盟国家 1996~2017 年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影响[9]。还有一些学者从全球的角

度进行碳脱钩的研究分析，如 Wu et al. (2018)采用 OECD 脱钩指数、Tapio 脱钩指数以及 IGTX 脱钩模型

探究了世界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趋势，比较了典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 1965~2015 年期间的脱

钩演变进程[10]。 
部门层面碳脱钩研究同样很丰富，许多学者研究了工业、运输业、制造业等部门的碳脱钩问题，如

方佳敏和林基(2015)采用 Tapio 指标，测度了 2000~2011 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同碳排放脱钩状态，指出脱

钩效应存在于中国工业行业，但不同行业间异质性较大[11]。Lu et al. (2007)采用 LMDI 分析了 1990~2002
年间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公路运输中碳排放的五个驱动因素[12]。周银香(2016)基于 Tapio 模型识别

了 1990~2013 年中国交通碳排放同行业发展间的脱钩状态和变化趋势，通过因果链分解法分析了交通碳

脱钩的驱动因素和内在机制[13]。中国甲烷排放量最大的行业是农业，因此一些中国学者关注农业相关的

碳脱钩问题。Luo et al. (2017)研究了 1997~2014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碳排放同农业经济增长间的脱钩关系，

并探讨了中国农业部门碳排放的时空异质性[14]。另外揭俐等(2020)聚焦于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问题，

采用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厘清了能源开采业中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解释了能源

开采同碳脱钩间的传导机制，通过情景模拟测试了中国能源开采业碳脱钩的潜力[15]。 

2.2. 驱动机理 

从驱动机理来看，部分文献直接探究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间的关系，如 Selden et al. (1994)证明了一氧

化碳等四种污染物同人均 GDP 之间存在倒 U 关系[16]。王中英等(2006)分析了中国 GDP 增长与碳排放的

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7]。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引入了研究对象内部相关因素，

如人口和家庭结构，Weber and Perrels (2000)构建了一种可量化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因素对目前和未来能

源需求的方法，从消费者角度模拟了能源需求并分析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18]。如城市化，林伯强等(2010)
引入城市化因素对 Kaya 恒等式进行修正，研究了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在保障 GDP 增长的前

提下利用城市化进行低碳转型的战略[19]。再如碳交易市场制度，王倩和高翠云聚焦于碳交易体系建设对

碳脱钩的作用，构造了点弹性和弧弹性两种 Tapio 脱钩指数，并利用倍差法和半参数半差法对 2007~2015
年碳交易对中国碳脱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20]。还有学者考虑了贸易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及新冠疫情等变

量。李锴和齐绍洲(2011)采用 1997~2009 年中国 30 个省碳排放等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驱动下，经

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21]。Wang and Zhang (2021)利用 182 个国家 1990~2015 年数据，探索了贸易

开放对经济增长脱钩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22]。白梓涵等(2022)采用 2004~2019 年中国省级数据，结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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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分析和逻辑推导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厘清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减污降碳效应和内在机制[23]。
张友国(2021)构建经济–能源–环境动态 CGE 模型，评估了疫情对中国碳脱钩进程的影响，并通过 CGE
模型模拟了不同疫情冲击情景下的碳强度演变[24]。 

综上，历经多年发展，碳脱钩理论相关的关键指标和分析方法已经日益成熟，国内外丰富的研究从

多种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本文试图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因素引入 LMDI 因素分解模型中，并结合

Tapio 脱钩指数，构建包含 OFDI 技术效应、OFDI 规模效应、碳强度效应、碳排放因子效应、能源强度

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七个因子的脱钩分解模型，以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碳脱钩进程的内在机制。 

3. 研究方法 

3.1. Tapio 脱钩模型 

在常被用于脱钩研究的指数中，基于研究背景和各种脱钩指数的适用性，本文选取由 Tapio 在 2005
年构造的 Tapio 脱钩指数[25]，该指数克服了对基准年的高度敏感性，计算结果稳定可靠，并将弹性概念

引入到脱钩研究中，避免了对脱钩指数的过度解释，这些优势让其成为探究脱钩关系的常用模型。Tapio
脱钩指数方程如下： 

0

0 0

0 0

0

%
%

t

t

C C
C C C CT

GDP GDP GDP GDP GDP
GDP

−
∆

= = =
∆ −

                        (1) 

T 即为碳排放同经济增长脱钩的弹性系数，Ct 和 C0 分别表示目标年和基准年的碳排放量，GDPt 和 GDP0

分别表示目标年和基准年的国内生产总值；∆C 和∆GDP 则代表从基准年到目标年碳排放量和 GDP 的变

化；%C 和%GDP 表示碳排放和 GDP 的增长率。Tapio 脱钩状态分类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vision of Tapio carbon decoupling status 
表 1. Tapio 碳脱钩状态划分 

脱钩状态 %C %GDP T 

脱钩 

强脱钩 <0 >0 T < 0 

弱脱钩 >0 >0 0 < T < 0.8 

衰退脱钩 <0 <0 T > 1.2 

连接 
扩张连接 >0 >0 0.8 < T < 1.2 

衰退连接 <0 <0 0.8 < T < 1.2 

负脱钩 

强负脱钩 >0 <0 T < 0 

弱负脱钩 <0 <0 0 < T < 0.8 

扩张负脱钩 >0 >0 T > 1.2 

3.2. LMDI 因素分解模型 

分解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经济与资源领域，以探究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指数分解法因具有消除残差

影响、实现完全分解和避免分母为零等优势拥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根据 LMDI 模型，碳排放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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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FDI GDP C E GDPC P
OFDI GDP C E GDP P

= × × × × × ×                    (2) 

CO OG GC CE EG GP P= × × × × × ×                         (3) 

其中指标 CO 表示单位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量，OG 测度对外直接投资较东道国 GDP 的规模，GC 为

碳强度的倒数碳生产率，CE 代表单位能耗的碳排放量，间接反映能源转换的影响，EG 表示单位 GDP
的能耗，GP 为人均 GDP，P 为人口规模。根据 LMDI 可加性分解模型，从基准年到目标年的碳排放变

化可进一步由下式表示： 
0t

CO OG GC CE EG GP PC C C C C C C C C C∆ = − = ∆ + ∆ + ∆ + ∆ + ∆ + ∆ + ∆            (4) 

在上述方程中，ΔCCO、∆COG、∆CGC、∆CCE、∆CEG、∆CGP和∆CP 分别表示 OFDI 技术效应、OFDI 规模效

应、碳强度效应、碳排放因子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这 OFDI 技术效应

的计算公式分别如式(5)所示，其他六种效应计算方法与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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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 LMDI 分解法的计算，碳排放总量的变化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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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 + + + + + + 

 

   (7) 

3.3. Tapio 和 lMDI 的结合 

Tapio 脱钩模型仅适合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宏

观的脱钩状态，LMDI 模型仅适于识别中国 OFDI 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内在驱动机制。将二者综合起来可以

更深入地分析中国 OFDI 等因素对碳脱钩状态的影响。即将式(1)同式(4)结合如下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CO OG GC CE EG G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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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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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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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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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8)中，TCO、TOG、TGC、TCE、TEG、TGP 和 TP 分别表示 OFDI 技术效应、OFDI 规模效应、碳强度效

应、碳排放因子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脱钩弹性系数。 

4. 数据来源及区域划分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含经济数据和排放数据两部分，见表 2。经济数据为“一带一路”沿线 94 个国家 GDP、三

次产业产值、中国历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人口。排放数据为 1980~2018 年的碳排放量和碳强度，2003~2014
年的能源使用强度及能源强度，其中各区域碳强度为所包含国家碳强度的加权平均，权重为 GDP 占比。 
 
Table 2. Data sources 
表 2. 数据来源 

数据类型 时间范围 变量 单位 来源 

经济数据 1980~2020 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 

2010 年不变价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GDP 

世界银行 

第一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第三产业产值 

人口 人 

排放数据 

1980~2018 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 千吨 

世界银行 
碳强度 千克/美元 

2003~2014 年 
能源使用碳强度 千克/石油当量能源使用千

克数 

能源强度 MJ/美元 

4.2. 区域划分 

截至 2022 年 2 月 6 日，中国已经同 148 个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文从 148 个国家中选定 94 个国家，根据其经济体量、碳排

放量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划分为 6 个区域，各区域涵盖国家及 GDP 和碳排放量占比信息见表 3。 
 
Table 3. Division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region 
表 3. “一带一路”区域划分 

分区名称 涵盖国家 CO2 排放

量占比/% 
GDP 总量

占比/% 

俄罗斯及印度 俄罗斯、印度 36.930% 20.918% 

东亚–东南亚–

南亚及周边地区 

巴基斯坦、大韩民国、菲律宾、斐济、柬埔寨、马来西亚、蒙古、

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汤加、瓦努阿图、文莱达鲁萨兰国、

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越南 
20.581% 24.472% 

中东–中亚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黎巴

嫩、摩洛哥、塞浦路斯、沙特阿拉伯、苏丹、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也门共和国、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22.889% 17.60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53


雷亚男 
 

 

DOI: 10.12677/ass.2022.119553 4049 社会科学前沿 
 

Continued 

除北非外非洲 

埃塞俄比亚、贝宁、博茨瓦纳、布隆迪、多哥、佛得角、刚果(布)、
刚果(金)、几内亚、津巴布韦、喀麦隆、科摩罗、肯尼亚、索莱托、

卢旺达、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尼日尔、

尼日利亚、塞拉利昂、塞内加尔、塞舌尔、坦桑尼亚、乌干达、赞

比亚 

2.582% 7.586% 

欧洲 
奥地利、拜尔罗斯、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拉

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葡萄牙、乌克兰、希腊、匈

牙利、意大利 
12.522% 21.553% 

美洲 
阿根廷、巴拿马、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克、厄瓜多

尔、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古巴、圭亚那、秘鲁、尼加拉瓜、苏

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牙买加、智利 
4.496% 7.867% 

5. 实证结果 

5.1. 碳脱钩驱动因素分解结果 

根据 Tapio 脱钩指数与 LMDI 因素分解模型的结合，本文对 2003~2014 年 6 个区域的碳脱钩驱动因

素进行计算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 A~F 依次为俄罗斯及印度、东亚–东南亚–南亚及周边地区、

中东–中亚、除北非外非洲、欧洲和美洲的驱动因素分解结果。总体上看，2003~2014 年对区域碳脱钩

起正向驱动作用的有：中国 OFDI 技术效应、碳强度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除个别区域的极少数年份外，

OFDI 技术效应都对碳脱钩状态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积极作用。同时我们发现中国 OFDI 通过规模效应对

碳脱钩有负向驱动影响，而碳排放因子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在整体上也对碳脱钩有消极

作用。 
从各区域的分解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俄罗斯及印度、中东–中亚地区，中国 OFDI 技术效应和

规模效应的正负作用力显著，虽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对于前者仍保持在[−0.5, 0.5]区间内，而对中东–中

亚则约有[−1, 1]；除此之外碳强度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的贡献率明显且稳定；碳排放因子效应和人口规模

效应的影响稳定在较小范围内，平均分别为 0.1 和 0.2 左右。从 T 值的大幅下降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南

亚及周边地区、除北非外非洲地区的碳脱钩状态在此期间持续改善，除 2003~2004 年中国 OFDI 技术效应

对前者为负向驱动外，其他年份都对碳脱钩起到了积极影响，在 2013~2014 年两个区域碳排放因子效应都

首次出现了正向促进作用。6 个区域中，欧洲在分解样本年期间基本保持了强脱钩状态，另外不同于其他

区域的是，欧洲的碳排放因子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整体上起到了促进脱钩的正面作用。除北非外非洲和美

洲碳强度效应的驱动力有别于其他区域，在这两个区域碳强度效应对碳脱钩有负面影响，说明生产技术在

节能减排方面的表现不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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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drivers of carbon decoupling by region from 2003 to 2014 
图 1. 2003~2014 年各区域碳脱钩驱动因素分解结果 

5.2. “一带一路”地区碳脱钩进程 

基于 Tapio 脱钩指数和 1980~2020 年历史数据对各区域碳脱钩状态进行计算，结果如图 2 所示，其

中 A~F 依次为俄罗斯及印度、东亚–东南亚–南亚及周边地区、中东–中亚、除北非外非洲、欧洲和美

洲的历史碳脱钩状态。随时间推移，各区域的碳脱钩状态整体上有所改善，但由于经济、技术、资源基

础和发展水平不同，各区域间差异较大。从脱钩进程来看，俄罗斯及印度和中东–中亚两个地区各经历

了六种不同的脱钩状态，通过对比这两个区域可以发现，前者脱钩状态从强负脱钩向弱脱钩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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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Historical carbon decoupling status by region from 1980 to 2020 
图 2. 各区域 1980~2020 年历史碳脱钩状态 

 
而后者在 1987 年后进入了扩张负脱钩阶段并停滞于此状态，1980~1986 七年间则迅速经历了五种状态。

东亚–东南亚–南亚及周边地区在 41 年间一直保持在扩张负脱钩这一较不理想的阶段。除北非外非洲和

美洲情形较为相似，二者在 2000 年前都有实现强脱钩，也经历了很糟糕的衰退脱钩状态，考虑到历史原

因在其中有重要影响，2000 年后基本保持在弱脱钩阶段。其中碳脱钩表现最好的为欧洲，由于经济的率

先发展和生产技术的先进成熟，并且较早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和相关政策，该区域在 2000 年后实现并

保持了强脱钩。 

6. 结论 

本文通过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到 Tapio 脱钩指数和 LMDI 因素分解模型中，构建包含七因子的

Tapio 脱钩因素分解模型，基于 2003~2014 年数据对各区域碳脱钩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识别。分析发

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脱钩状态，其中技术效应为

正驱动力，规模效应为负向作用力。从大部分区域分解结果来看技术效应绝对值大于规模效应，说明中

国 OFDI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脱钩状态改善具有积极作用。除中国 OFDI 技术效应外，碳强度效应、

能源强度效应在大部分区域的碳脱钩进程中也发挥了正向作用，对于欧洲地区而言碳排放因子效应的正

向驱动力越来越显著。可见生产技术的低碳转型对于地区碳脱钩改善有重要意义，绿色投资是低碳技术

变革的强大助力。 
让绿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底色，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中国除了提出并推进本国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外，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扩大绿色投资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占

比，既可以降低境外投资的气候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又能树立中国企业绿色投资者的良好形象，

有利于推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中国 OFDI 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

发展，应鼓励并引导具有绿色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中国 OFDI 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中国

OFDI 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环境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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